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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何以善治：村域干群关系如何影响农民
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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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特殊性和相关市场不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乡村环境治理表现出市

场配置失灵、政府干预嵌入不畅的两重特征，村干部和村基层组织内嵌乡村社会网络的特殊地位，使

得干群关系在村域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得到极大凸显。 在村干部与村民联系日渐疏远的后税费时代，
干群关系增益能否对动员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所裨益？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本文在理论层

面梳理了农村干群关系差异化特征产生的前置原因及其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后置影响

路径，并以秸秆还田为例，利用冀鲁皖鄂 １３７２ 份农户调查数据，借助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其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①现阶段干群关系整体紧密度不高，村干部队伍结构有待优化；②在控制了个体人际

交往特质差异后，干群关系增益仍被证明有助于推动农民的废弃物资源化行动，且对相关政策实施

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③紧密型干群关系通过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三种途径促进农民参

与废弃物循环利用。 鉴于此，应通过吸引人才和强化培训等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同时从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和立信于民三个方面着手，塑造紧密型干群关系，以激发环境治

理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内生力量，推进农业生产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打通农村环境治理德政实现善

治的“最后一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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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农村生态环境亟须改进，推进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和农村

环境综合治理迫在眉睫 ［１］ 。 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特殊性和市场发育不完善，中国农业农村环境

污染治理表现出政府嵌入不畅、市场配置失灵的两重特征 ［２－３］ 。 在此形势下，动员农村基层组

织，激发乡村内生力量，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成为克服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乡村环境治理困境的

重要手段。 农村基层组织根植于乡村土壤，是政府机构在村域的延伸，构成了国家行政力量的

神经末梢，村干部多世居于斯，与当地农民、习俗、传统等具有天然联系，形成了其在乡村治理中

的独特优势。 因此，在推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中，其作用不容小觑。
然而，上述作用与优势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进入后税费时代的中国 ［４］ ，裹挟经济理

性的市场进程推进，使得乡村社会内生性公共参与日渐式微 ［５］ ，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系互动也逐

渐减弱，其相应的动员力也日趋低弭 ［６－７］ ，干群关系疏远离散，这必然增加农业污染防控的动员

成本，削弱政策实施效果。 研究表明，村干部作为村民沟通往来的桥梁枢纽，有助于个体间达成

共识，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 ［８］ ，而村域干群关系对农民收入增长、基础设施管护与征地补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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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９－１１］ 均具有显著影响。 那么，具有公共福利属性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德政”却未得以“善

治” ，是否与村干部动员力不足有关，干群关系增益能否对化解该问题有所裨益？ 若然，其具体

影响如何，该影响又通过何种路径产生作用？ 回答上述问题对于破解农业污染治理难题，推动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简要回顾文献可知，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为本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有一定拓展

空间：（１）村域干群关系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同，但对其如何影响农民参与农业污染治理的讨

论并不多见，有研究关注到村干部受信任程度在其中的作用，并将其视为制度信任的替代变

量 ［７］ ，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相同，制度对于任何个体都是无差别的，而在差序格局下，村干部却不

可能无差别对待所有村民，因此将之纳入干群关系框架予以专门探究，十分必要；（ ２）作为一种

人际关系，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农民个体性格差异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特质的影响，如
不加以控制，可能会使研究结论出现偏差；（３）明晰干群关系的作用路径，对理解与揭示其影响

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在机理，制定有效的政策至为重要。 尽管有文献分析了干群关系对农户行为

的作用渠道 ［１０］ ，但未区分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从而未阐明干群关系影响农民行为的直接效应

与调节效应的作用来源。
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以秸秆还田利用为例，尝试探究农村干群关系现状

及其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为的影响，厘清其作用机制，并利用冀鲁皖鄂 １３７２ 份农户

调查数据，借助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予以检验，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并为中国农业绿色

发展和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一）干群关系差异何以产生：村干部的多重角色

村干部在农村社会生态中具有多重角色。 一是政府代理人，在农村地区，村干部是政府政

策宣读者、传播者和执行者，是国家农业农村政策和工作在农村地区赖以落实推进的重要主体；
二是村民代言人，即代表村民向上级政府表达诉求、沟通协调村内事务等，以保证国家了解农民

动态，制定合理政策；三是理性经济人，村干部作为独立的个人，同样具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行为特征 ［１１－１２］ 。 以上三种村干部角色，前两种可以概括为上传下达，具有较强的职能属性，
而理性人角色则侧重描述其态度行为特征，也恰恰是该角色，使得村干部行为方式多样，工作风

格迥然，而干群关系由此变得复杂，乡村治理也展现出明显的差异 ［１３］ 。 相异的村干部风格和行

为形成了不同的干群关系，村干部若能勤于工作、增强联系、解民所需，则干群关系紧密；若消极

怠工、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则干群关系疏离 ［１４－１５］ 。 干群关系疏离，村干部及村级基层组织公信

力与影响力也随之下降，其政府代理人和村民代言人的职能自然难以充分发挥，各项农村政策

与工作也因此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二）干群关系如何能产生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部分阐明的问题是：干群关系如何影响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动，及其在这一过

程中的重要性。 第一，干群关系如何影响村干部和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开展？ 从村干部视角来

看，干群关系是其在农村社会生态中的一种特殊社会资本，是在村民中开展工作时可利用的一

种资源。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６］ 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它存在于人们在长期相互熟

悉和认知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网络。 社会资本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

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即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对交

往对象可靠度的概念化期望 ［１７－１８］ 。 这其中，社会网络参与是社会资本建立和提升的条件，而互

惠规范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关系或一种行为状态，这一规范既可限制掠夺性的利己行为，
又可激励人们从事公共事务 ［１９］ 。 社会资本在促进信息交流、减少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显著

作用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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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干群关系在动员农民参与废弃物资源化行动中有多重要？ 从理性小农理论出发，农
民的任何行为都是综合衡量成本收益后的结果，是否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亦如此。 但是，在
乡村语境下，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并不完全基于市场规律 ［２１］ ，污染治理的外部性和市场不完善

也会使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成本收益计算困难。 以本文关注的秸秆还田为例，还田兼具污染防治

与资源利用之效，被作为秸秆利用的主要方式，但实践中，秸秆焚烧弃置每每上演，农民参与行

动迟缓。 有学者指出成本收益 ［２２］ 、资本禀赋 ［２３］ 、个体和家庭特征 ［２４］ 在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处

置与环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现实中，秸秆收储运及销售加工体系、还田社会化服务体

系等均尚未成熟，加之其亲环境属性所致的外部性问题，秸秆市场价值难以在处置中得到充分

反映与实现，这也是该问题市场配置失灵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于乡村场域而言，政府干预属

于外生力量，难以嵌入基于关系与人情的熟人社会，或者说，若不能与乡村社会生态有机结合，
这种嵌入必然高成本而低成效，由此，关系的作用得到极大凸显。 熟人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

间存在着私人关系并且相互关联构成了社会网络，人情、面子等在这种社会生态运行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 ［２５－２６］ 。 此时，相较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村干部及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体现在：
他们本身就内嵌于这样一个社会网络中，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 若干群关系紧密、村干部公

信力强，则作为乡村精英的村干部引导号召对于动员村民参与农业污染治理的作用十分强大，
如有人不遵从，则会与多数人行为相悖而在熟人社会中陷入“孤立” ，没有“面子”①。 由此可见，
紧密有力的干群关系将有利于克服乡村环境治理的动员难题。

综上所述，农业废弃物利用与农村环境治理表现出市场配置失灵与政府干预嵌入不畅的双

重特征，由此，村干部和村基层组织内嵌乡村社会网络的特殊地位，使干群关系的作用得到极大

的凸显。 基于上述分析，干群关系可通过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受信任程度、（对村民的）帮助频

率和（与村民的）交往频率 ３ 个替代变量予以描述，３ 个概念变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干群

关系紧密程度。 同时，干群关系的改进将有助于降低村干部引导农民参与的交易成本，推动农

民参与农业废物资源化。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Ｈ１：干群关系增益有利于推动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并对于农村环境制度规则起到

积极调节效应。
（三）干群关系发挥作用的路径

作为一种特殊社会资本，良好的干群关系将通过形成一个以高信任度、强互惠性和密切往

来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生态，从而降低村干部工作开展的交易成本，提升农业农村政策的实施效

果。 这种作用通过何种路径得以实现？ 干群关系对村民行为具有动员效应和制度规则的认同

效应 ［１０］ 。 从直接路径来看，伴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后税费时代的村干部与村级

组织在绝大多数农村事务中对农民并无强制性权力，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引导和动员。 关

键群体对于集体的意愿达成与付诸行动具有重要作用 ［２７］ ，作为乡村精英，在相互熟稔的高信任

度社会网络中，村干部思想和行为无疑对村民具有强烈的带动示范作用。 而就间接路径来看，
干群关系将通过提升农业农村政策效力影响农民行为，一是政策宣传路径，村干部是农民了解

政策法规的主要渠道之一 ［２８］ ，频繁的干群交往将提高农民对于国家政策的知悉度，使农民更好

地理解国家政策；二是规则认同路径，干群关系是影响农民政策评价的重要因素 ［２８］ ，对村干部

的高度信任和对政策的良好知悉可提升农户对制度规则的认同，有助于明确其行为准则并强化

其内在责任感 ［２９］ 。 以上三者构成了干群关系影响农民行为的作用路径，其中带动示范为其直

接效应的传导路径，而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构成了其调节效应的传递渠道。 据此，本文提出假

说 ２。
Ｈ２：干群关系通过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三种路径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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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村干部角色的多重性，特别是理性经济人角色，使得干群关系表现出差异化的特

征，这种差异将会通过带动示范、政策宣传与规则认同路径作用于农民的农业废弃物利用行为。
据此，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示意图，如图 １。

图 １　 干群关系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影响及路径分析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为混合截面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暑期开展的农村入户调

查。 调研内容主要围绕农民的作物秸秆利用情况展开。 具体调研地点方面，２０１６ 年为山东省

平度、莱西、安丘 ３ 个县级市和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２０１７ 年为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沧县和南

皮县，安徽省灵璧县和湖北省武穴市。 选取上述调研地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农业生产来看，
上述省份均为玉米、小麦或水稻等粮食作物主产区，其中，河北、山东和安徽为中国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省份，而湖北也早已开展秸秆综合利用专项工作①，因此，将其作为作物秸秆利用抽样地

区具有较强代表性；就乡村社会而言，河北、山东及安徽所选地区属于黄宗智笔下典型的华北农

村，而湖北则属于南方农村，二者在文化传统与乡村治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兼取二者有利于

提升样本收集的科学性。 为保证问卷质量，所有调研人员均接受了问卷内容和调研技巧方面的

相关培训，并开展了预调查，进而根据预调查反馈对问卷设计进行了论证修改。 调研采取随机

抽样、入户调查的形式。 先在选定省份中，随机抽取 ４ ～ ６ 个县（区）作为调研县，然后随机选取

样本乡镇和样本村。 为使抽样原则不被人为组织因素干扰，调研员两人一组，进村开展随机的

入户调查。 两次调研共得到有效问卷 １３７２ 份，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５３６ 份，２０１７ 年 ８３６ 份，问卷有效

率 ９７．０３％。
（二）方法设定和变量描述

１．方法设定

农民是否参与秸秆还田这一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动是典型的二元选择变量，可选取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考察。 该模型的简化形式可以表达为 ［３０］ ：

Ｐ Ｙ ｉ ＝ １( ) ＝ φ α＋β·Ｆ ｉ＋∑ ｊγ ｊ·Ｘ ｉｊ＋ε ｉ( ) （１）
其中，Ｙ ｉ表示第 ｉ 个农民是否参与秸秆还田的虚拟变量，０ 表示未参与，１ 则表示参与。 α、β、

γ 表示待估计的参数，ε 是扰动项。 Ｆ 表示本文所关注的关键变量，即干群关系。 Ｘ ｉｊ则表示一系

列控制变量，即包括相关制度规则在内的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参与秸秆还田的因素。
２．变量描述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因变量：农民是否参与秸秆还田的评定以其是否对所种植的作物秸秆进行还田处理为依

据。 统计数据显示，１３７２ 个样本中，有 ８３３ 位农民已参与秸秆还田，占比 ６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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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设定与赋值说明

　 　 变量类别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秸秆还田 未参与 ＝ ０；已参与 ＝ １ ０．６０７ ０．４８９
关键自变量
　 信任程度 您对村干部：完全不信任 ＝ １；不太信任 ＝ ２；一般 ＝ ３；比较信任 ＝ ４；完全信任 ＝ ５ ３．９０４ ０．９７３
　 受助频率 您得到过村干部的帮助吗：从来没有 ＝ １；较少 ＝ ２；一般 ＝ ３；较多 ＝ ４；经常 ＝ ５ ２．８４８ １．３２３
　 交往频率 您经常和村干部聊天交流吗：从来没有 ＝ １；较少 ＝ ２；一般 ＝ ３；较多 ＝ ４；经常 ＝ ５ ３．０３４ １．３２８
　 干群关系 通过对信任程度、受助频率和交往频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控制变量
　 制度规则
　 　 有无补贴 是否领取到秸秆利用方面的补贴：无 ＝ ０；有 ＝ １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５
　 　 有无处罚 当地是否有秸秆焚烧处罚措施：无 ＝ ０；不清楚 ＝ １；有 ＝ ２ １．４９１ ０．７８３
　 个体特征
　 　 性别 女 ＝ ０；男 ＝ １ ０．６８３ ０．４６５
　 　 年龄 ２０ 岁及以下 ＝ １；２１ ～ ４０ 岁 ＝ ２；４１ ～ ５０ 岁 ＝ ３；５１ ～ ６５ 岁 ＝ ４；６５ 岁以上 ＝ ５ ３．７４１ ０．９０４
　 　 文化程度 受教育情况：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中专）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２．６３６ ０．９４３

　 　 兼业 有无兼业：无 ＝ ０；有 ＝ １ ０．３３３ ０．４７１
　 　 职业经历 是否有过打工经历或做过技术工：否 ＝ ０；是 ＝ １ ０．２７２ ０．４４５
　 　 身份角色
　 　 　 职务 是否为村干部：否 ＝ ０；是 ＝ １ ０．１３３ ０．３４０
　 　 　 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群众或其他 ＝ ０；党员 ＝ １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８
　 家庭特征
　 　 家庭收入 受访农民家庭年收入 ／ 万元 ４．５３９ ３．９９８
　 　 劳动力 家庭劳动力数量：０ 或 １ 人 ＝ １；２ 人 ＝ ２；３ 人 ＝ ３；４ 或 ５ 人 ＝ ４；６ 人及以上 ＝ ５ ２．３４８ １．１０６
　 　 经营规模 １ 亩及以下 ＝ １；１ ～ ３ 亩 ＝ ２；３ ～ ８ 亩 ＝ ３；８ ～ １５ 亩 ＝ ４；１５ 亩以上 ＝ ５ ３．２６２ １．１３２
　 自然条件
　 　 地形 本村地形：山地或丘陵 ＝ ０；平原 ＝ １ ０．９２２ ０．２６８
　 　 耕地质量 您家耕地整体质量（按当地情况来看） ：最差 ＝ １；比较差 ＝ ２；一般 ＝ ３；比较好 ＝ ４；最

好 ＝ ５
３．２１２ ０．７６８

　 还田认知
　 　 生态价值 秸秆还田对环保和空气污染防治：非常不利 ＝ １；不太有利 ＝ ２；不好说 ＝ ３；有些好处 ＝

４；非常有利 ＝ ５
４．１１９ ０．８４４

　 　 经济价值 秸秆还田对您家增产增收：非常不利 ＝ １；不太有利 ＝ ２；不好说 ＝ ３；有些好处 ＝ ４；非常
有利 ＝ ５

３．６１９ ０．８２５

　 　 社会价值 秸秆还田对农村社会发展进步：非常不利 ＝ １；不太有利 ＝ ２；不好说 ＝ ３；有些好处 ＝ ４；
非常有利 ＝ ５

４．００２ ０．７６７

　 社区条件
　 　 供水 对本村的供水情况：不满意 ＝ １；不太满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满意 ＝ ４；非常满意 ＝ ５ ３．５７４ １．０９２
　 　 供电 对本村的供电情况：不满意 ＝ １；不太满意 ＝ ２；一般 ＝ ３；比较满意 ＝ ４；非常满意 ＝ ５ ３．９０２ ０．８９９
　 　 废弃物设施 本村有无废弃物处理设施：无 ＝ ０；有 ＝ １ ０．６４１ ０．４８０
　 虚拟变量
　 　 地区 湖北 ＝ １，其他省份 ＝ ０ ０．３００ ０．４５８

　 　 Ｏｓｔｒｏｍ 提出的关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ＩＡＤ 框架）致力于解释包括应用规则在内的外生

变量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的政策结果，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领

域 ［３１］ 。 借鉴这一框架，本文自变量设置如下。
关键变量：干群关系。 本文设定村干部在农民中的受信任程度、对农民的帮助频率与农民

的交往频率 ３ 个核心概念作为干群关系的表征变量，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干群关系综合值。 数

据统计显示，干群关系指标按均值排序为：信任程度 （ ３． ９０） ＞交往频率 （ ３． ０３） ＞受助频率

（２．８５） ，三者无一达到优秀水平（５ 分为满分，４ 分以上为优秀） ，表明干群关系紧密度不高。
控制变量：制度规则方面，根据 ＩＡＤ 框架，制度规则是影响行动者行为的重要变量。 具体到

农民秸秆还田参与问题，本文选取农村地区秸秆利用补贴和禁烧处罚两项予以考量。 个体特征

方面，本文从受访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兼业及职业经历予以考察。 鉴于村干部与

党员身份会对干群关系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即村干部群体内部交往互动通常更为频繁，而在

农村地区，党员多为村干部或由于党务活动与村干部来往更为密切，本文对样本的身份角色进

行了控制。 家庭特征方面，本文按家庭年收入来评定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同时考察了其家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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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数量和耕地经营面积，还引入地形和耕地质量来对农民所面临的自然条件进行度量。 还田

认知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的行为必然是预期到该行为具有某一方面价值而做出的选择。
具体到秸秆还田，本文选取农民对还田利用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认知予以观测。
社区条件是农民生产生活活动发生的场所，是 ＩＡＤ 框架中行动场景的重要组分，本文选取了与

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供水、供电情况以及废弃物处理设施予以衡量。 此外，鉴于南方水田

区和北方旱作区在气候水文、作物品种、耕作制度、熟制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以及地区间相关政

策差异等，本文设置了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其他方面因素的潜在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对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先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 １） ，然后，
分别将表征干群关系的信任程度、受助频率和交往频率纳入模型，依次得到方程 （ ２） 、（ ３） 、
（４） ，最后将干群关系综合值引入回归模型得到方程（ ５） 。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

知，相较于方程（１） ，引入干群关系变量的方程（ ２） 、（ ３） 、（ ４） 、（ ５） ，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有了不同程度

的提升，可认为本文对干群关系在农民秸秆还田参与行为中的影响进行考察是有意义的。
表 ２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秸秆还田参与

方程（ １） 方程（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信任程度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４）
受助频率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３）
交往频率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３）
干群关系 ０．１５３∗∗∗（０．０４５）
有无补贴 ０．３０６（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６（ ０．１９５） ０．２９９（ ０．１９６） ０．２９７（ ０．１９６） ０．２９７（ ０．１９６）
有无处罚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３∗（０．０５５）
性别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００）
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
文化程度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３∗∗∗（０．０５０）
兼业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４）
职业经历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９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８０∗（０．１０９）
职务 －０．１９７（ ０．１６２） －０．２２８（ ０．１６３） －０．２４１（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１６４）
政治面貌 ０．２７９∗（ ０．１５３） ０．２８１∗（ ０．１５４） ０．２３２（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７（ ０．１６４） ０．２２８（ ０．１５５）
家庭收入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６）
劳动力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２）
经营规模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０∗∗∗（０．０４０）
地形 －０．１９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９）
耕地质量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６∗∗∗（０．０５６）
生态价值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９）
经济价值 ０．１１２∗ ∗（ ０．０５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０∗（０．０５７）
社会价值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８）
供水情况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３∗∗∗（０．０４２）
供电情况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３）
废弃物设施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２）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９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②干群关系变量通过对信任程

度、受助频率和交往频率提取公因子得到，ＫＭＯ 值为 ０．５８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状检验 Ｓｉｇ．为 ０．０００，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 ６５．９１％。

１． 干群关系

信任程度、受助频率、交往频率依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提升、受到村干部帮助及与村干部交往的频率增加，均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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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参与秸秆还田的概率。 上述三者的综合值，干群关系同样通过了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系数为正。 由此可见，营造村干部与村民的紧密关系，将显著促进农民参与秸秆还田等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行动。
２． 控制变量

制度规则中，有无处罚在 ５ 个方程中均通过了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当前

的禁烧处罚对于改进农民秸秆处理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有无补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可能与相关补贴覆盖面较窄有关，据调查统计，仅有 ５． ３２％的农民领取到了秸秆处置方面的

补贴。
个体特征中，文化程度和职业经历在 ５ 个方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文化程度系数

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农民秸秆还田的参与概率提升具有

积极作用；职业经历系数为负，说明有打工经历或做过技术工的农民还田利用可能性较低，这可

能是由于这类农民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因而农业依赖度较低所致。 身份角色中，政治面貌仅在

方程（１）和（２）中通过了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有着更高的秸秆

还田参与概率，但这一作用并不稳定。 家庭特征中，家庭收入和经营规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前者系数为负，后者系数为正，表明经营规模较大的高收入农民比经营规模小的低收入农民更

有可能参与秸秆还田。
还田认知中，经济价值认知通过了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在当前，经济

价值是农民决定是否参与还田等环境治理行动的主要因素，而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知影响

则不明显。 社区条件中，供水情况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良好的

供水状况有助于推动农民参与秸秆还田。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条件中耕地质量虽然通过了 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说

明耕地质量较高的农民进行还田的概率更低。 可能的解释是，结合经济价值认知是还田认知中

的唯一显著影响因素来看，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经济收益是其最为重要的生产目标。 根据边

际报酬递减规律，相较于质量较差的耕地，高质量耕地的地力提升空间也更为有限，且较高的耕

地质量一般是农民良好耕作保护的结果，经营农户已经为其付出较多成本，因而，在当前秸秆还

田需要多付费的情况下，其参与的可能性自然也就相对较低。
（二）调节作用检验

干群关系对相关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效果的影响已为学者们关注并研究 ［１０］ 。 鉴于此，本
文在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加入了干群关系变量与制度规则的交互项，以考察干群关系对于秸秆

污染治理政策的调节效应。 具体的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信任程度、受助频

率及干群关系和有无处罚的交互项依次通过了 １０％、５％和 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

正。 由此，可认为在制度规则调控农民秸秆还田行为中，干群关系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表 ３　 干群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因变量：秸秆还田参与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信任程度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４）
受助频率 ０．０９９∗∗∗（０．０３３）
交往频率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３）
干群关系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５）

交互项：补贴 ０．０５３（ ０．１８９）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７）
交互项：处罚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８∗∗（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３）

Ｐｒｏ＞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６０ ０．３５８ ０．３６２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②四个方程的交互项分别是

有无补贴和有无处罚与相应的干群关系变量所构建的交互项，其余控制变量与上文回归模型相同，篇幅所限，具体结果未予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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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基于个体性格特质

一个必须指出的问题是，所谓干群关系，无论是信任程度、受助频率还是交往频率，都取决

于村干部与村民两方面。 从村民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其与村干部的关系不可避免地

受自身的性格特质影响。 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农民自然更容易与村干部形成和谐紧密且频繁

的互动关系，因此，有必要在剔除农民这种人际交往特质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

论的稳健性。 对此，本文选取了农民一般人际关系中的信任、互助和交往 ３ 个变量，并将其引入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以检验干群关系影响效应的稳健性。 具体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４。 由表 ４ 可

知，在对农民的人际交往特质进行控制后，干群关系及其与制度规则交互项的影响系数、显著性

与上文的回归结果均无较大差异。 因此，可认为干群关系的影响效应较为稳健，本文研究结论

较为可靠。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因变量：秸秆还田参与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信任程度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１）
受助频率 ０．０９１∗∗（０．０３５）
交往频率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４）
干群关系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８）

交互项：补贴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６（ ０．２０７）
交互项：处罚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８∗（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３）
人际信任 已控制 已控制

人际互助 已控制 已控制

人际交往 已控制 已控制

Ｐｒｏ＞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６０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２

　 　 注：①∗ 、∗∗ 、∗∗∗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②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际交

往分别以农民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接受亲朋邻里帮助及与亲朋邻里聊天交流的频率予以表征，赋值方法与干群关系的 ３
个变量相同；其余控制变量与上文回归模型相同，篇幅所限，其具体结果未予呈现。

（四）影响路径检验

根据本文分析，干群关系将通过三个路径对农民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行动产生影响，分别

是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 为检验干群关系是否在三个路径中发挥作用，本文依次以

三个路径为因变量，以干群关系为关键自变量，通过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具体检验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根据表 ５ 可知，干群关系对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三个因变量的影

响系数均通过了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紧密的干群关系可以增强村干部对农民的带动

示范效应，使得村干部言行可以在农民群体中展现出强大的辐射力与号召力，并且可以更好地

将国家资源环境政策传播给农民，进而有效地增强农民对于国家法规政策认同度，强化政策法

规在农村的执行效力，从而引导农民更好地进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表 ５　 干群关系的影响路径检验结果

变量 带动示范（ １） 政策宣传（ ２） 规则认同（３）
干群关系 ０．２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８∗∗∗（ ０．０４５）
Ｐｒｏ＞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８

　 　 注：①∗ 、∗∗ 、∗∗∗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②３ 个因变量：带动示范、政策

宣传和规则认同，依次通过农民对“村干部的观点和行为对我影响很大” “国家生态资源环境政策法规” “国家政策法规是正

确的或对我影响很大”回答是否同意（或了解）予以测度，完全不同意 ／ 了解或不太同意 ／ 了解赋值为 ０，否则为 １；其余控制变

量与上文回归模型相同，但不包括制度规则中的有无补贴和有无处罚变量，篇幅所限，其具体结果未予呈现。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尝试在理论层面讨论了农村干群关系差异化特征产生的前置原因，及其对农民参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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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后置影响路径，阐明了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乡村环境治理面临着市场配置

失灵与政府干预嵌入不畅的背景下，村域干群关系的重要地位；在实证层面，相较于以往文献，
进一步控制了农民人际交往特质的影响，提升了结论的稳健性。 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现阶段干群关系整体紧密度不高，村干部队伍结构有待优化。 干群关系的 ３ 个替代

变量按均值排序为：信任程度（３．９０） ＞交往频率（３．０３） ＞受助频率（２．８５） ，三者无一达到优秀水

平。 现阶段村干部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５０ 岁以下的村干部仅占比 ２５．６８％，受教育水平与年

龄结构有待优化。
第二，干群关系增益有助于推动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且对相关政策实施具有积极

的调节作用。 在控制了农民个体性格差异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特质影响后，信任程度、受助频率

和交往频率及其综合值的提升依然被证明可显著促进农民参与秸秆还田。 同时，干群关系与制

度规则的交互项通过了计量模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具有积极调节作用。
第三，紧密型干群关系通过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三种途径促进农民的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行动。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干群关系改善将以带动示范为其直接效应的传

导路径，而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构成了其调节效应的传递渠道，对促进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起到显著的积极影响。
上述结论有助于明确新时期村域干群关系的优化思路，重塑环境治理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内

生力量。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乡

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而“治理有效是基础” ，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

体系” 。 结合实地调研来看，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影响力不高、干群关系疏离的现象是存在的，如
何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塑造紧密有力的干群关系，以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环境内发性治

理 ［３２］ 中的天然优势，克服村域资源环境“脱嵌式开发” ［３３］ ，促进国家农业污染治理“德政”在农

村实现“善治” ，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极为重要的“最后一公里” 。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要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应注重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加入村

干部队伍，完善包含干群关系指标的村干部选拔、管理与考评机制，鼓励、支持和引导村干部在

村庄环境治理中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重视干群关系塑造；同时，强化村干部综合培训，特别是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环境建设理论、要求和技术应用等培训，提升村干部环境保护意识与村

庄治理能力；还应适当提高村干部待遇，特别是对业绩突出的村干部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青年村

干部予以重点培养，从而为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人才和组织保障。
二是塑造紧密型干群关系，走好农村“德政善治”最后一公里。 问计于民，村干部应多接触、

联络和关心村民，可通过村民大会、划分干部责任区、定期走访等传统方式和建立微信群等新途

径就村庄治理问题与村民互动，听取建议，增进感情；问需于民，建立村民诉求受理与反馈机制，
村干部要关注并善于发现本村污染治理中的群众需求与矛盾，及时解决村民最为关切的问题，
帮助困难群众；立信于民，在具体工作中，要时刻把村民利益作为村庄环境治理工作重点，通过

公告栏、微信微博等平台做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树立良好形象与公信力。 由此，推动干群关

系不断由疏离走向紧密，以降低农村各项工作执行成本，提升国家农业污染防控和农村环境治

理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外，鉴于制度规则、文化水平和收入、价值认知等个体和家庭特征等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的显著影响，还应细化完善现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相关培

训，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职业农民等，从而全方面推进农业绿色生产与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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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ｄｒｅ－ｆａｒｍ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ｙ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 ｏｆ ｆａｒｍ⁃
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６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